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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大学 地球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100) 

【摘 要】:基于2010 年､ 2015 年和 2020 年的长沙市文化设施 POI 数据,采用 ArcGIS 空间分析方法和地理探测

器工具定量分析了该市文化设施时空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①长沙市文化设施数量持续增加,但各区

分布不均衡,各类增幅有差异｡ ②城市总体文化设施的集聚程度由“内密外疏”转为“东密西疏”,区间差异较大

｡ ③各类文化设施的空间分布与其自身特点和城市实际发展情况关联密切｡ ④交互探测结果显示,作用类型为双因

子增强,表明长沙市文化设施的空间分布受多重因素的协同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对各类文化设施分布的影响强度最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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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设施作为文化服务与文化活动相互作用的物质空间,是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1]｡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

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表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将是国家推动文化

设施高质量建设的关键期｡文化设施空间布局对激发城市活力､凸显城市特色､提升城市宜居指数有着不可或缺的效用｡ 

国内外学者关于城市文化设施方面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国外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2],关注公众与文化设施的关

系[3,4],讨论文化设施的规划布局与管理模式[5,6],注重文化设施的改造和多用途开发[7,8]｡国内大规模研究主要集中在近 20 年[9],起

步虽然较晚,但是受关注程度较高｡具体表现为:一是研究对象多聚焦于公共文化设施或文化产业企业｡如,陈丽霞､赵彪在梳理成

都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借助ArcGIS软件对其空间布局特征及其影响机制进行了探讨[10];李留通､权东计､罗伊

等从企业微观视角出发,运用空间分析工具深入研究了2018年西安市核心区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11]｡二是研究范

围大多探究市—区或城市中心城区,较少涉及街道级､社区级基层文化设施｡三是研究方法侧重于运用地理数学方法和空间分析

工具对文化设施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行测度｡如,何丹､张景秋､孟斌选取北京市中心六城区公共文化设施为研究对象,采用基尼系

数､区(带)别特化系数､区(带)间差异系数测算其分布均衡状况[12];陆唐信､朱佩娟､崔树强等选用平均最近邻指数､核密度估计法

､空间自相关法､Ripley′s K(d)函数､区位商指数等分析方法描述了长沙市文化创意产业的空间格局特征[13]｡ 

近年来,随着地理位置大数据的兴起,利用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POI)数据进行城市地理研究已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重

要议题[14]｡开源POI数据作为地理点数据的抽象表达,具有空间属性信息,且数据量大､准确度高､覆盖面广､易于获取[15]｡国内学者

基于 POI 数据对文化设施空间布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空间分异探讨[16]､影响因素分析[17]､均衡性与可达性评价[2]3 个方面,但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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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研究基准是单个时间节点,很少有长时间序列的动态分析｡此外,研究区域多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西安等城市,对中部地区

的研究较少｡长沙市作为我国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是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楚文化和湖湘文化的始源地,人文资源丰富｡

近年来,长沙市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文化设施建设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本文基于 POI 数据,以 5年为时间跨度,应用空间分析

方法探究了长沙市2010—2020年间文化设施的数量变化和空间格局演变,以期为长沙市文化设施的布局规划提供参考,更好地夯

实文化设施建设｡ 

1 研究区域､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与数据处理 

长沙市是湖南省的省会,地处湘江下游,辖 6 区 1 县 2 县级市,共计 94 个街道 67 个镇 7 个乡｡中心城区属于城市紧密层范围

内的区域[18],依据 2020 年最新行政区划图和《长沙市城市总体规划(2003—2020)》都市区界定,涵盖芙蓉区､开福区､雨花区､天

心区全区和岳麓区､望城区､长沙县部分街道｡截至 2019 年,长沙市常住人口为 839.45 万人,总面积达 11819km2,其中建成区面积

567.32km2,城镇化率为79.56%｡近年,长沙市以文立城､创业兴文,先后获得“世界媒体艺术之都”和“东亚文化之都”的称号,文

化产业发展走在全国省会城市前列｡公开数据显示,长沙市现有文化产业总产值突破3000亿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9%,成为

经济建设的支柱性产业,引领城市创新升级｡ 

关于文化设施用地的分类,当前国内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根据不同的学科和研究目的有所不同[19]｡本文以《城市用地分类

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和《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为指导,并结合地理空间和文化产业研究视角,将长沙

市文化设施主要划分为 4 大类:文化传媒类､文化旅游类､文娱消费类和文艺平台类｡通过百度地图 API 获取 2010 年､2015 年和

2020 年长沙市 POI 数据,包含名称､设施类型､地址和经纬度等信息,对数据进行筛选､去重和坐标转换,得到可准确分类的数据共

5731 个｡其中,2010 年 848 个､2015 年 1855 个､2020 年 3028 个｡影响分析中的 2015 年 GDP 和人口空间分布数据来自于中国科学

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20,21],路网数据来源于Open Street Map(OSM)历史数据,数据地理坐标系均采用 WGS-1984｡ 

1.2 研究方法 

标准差椭圆:创建标准差椭圆可准确识别长沙市总体文化设施及各类文化设施的空间分布重心及扩张方向等趋势,以揭示其

空间分布形态｡计算公式为: 

平均中心: 

 

X 轴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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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轴标准差: 

 

式中,(Xi,Yi)为文化设施 POI 的空间区位;SDEx,SDEy 为文化设施 POI 的分布重心;σx 和 σy 为椭圆长短轴的标准差,分别

反映文化设施 POI在二维空间上的分布趋势和离散程度｡ 

平均最近邻:以欧氏公式计算文化设施 POI 间的实际平均距离与假设随机分布模式下的期望平均距离进行比较,判断区域内

文化设施 POI分布模式｡ 

计算公式为: 

 

式中,di 为点到最近邻点的距离;n 为文化设施 POI 点个数;A为研究区面积;ND 为实际平均距离;PD 为期望平均距离｡最近邻

指数(NNI)若大于1,表现模式趋于离散;若小于1,表现模式为聚类,且 NNI 值越小,聚集程度越高｡ 

ArcGIS空间统计:以街道(乡镇)作为基本研究单元,将清洗处理后的各年份各类文化设施POI数据通过ArcGIS进行空间连接,

以街道单元包含的POI数量表征密度,利用自然断点法由高到低分为 3—5类,在街道尺度上直观分析长沙市文化设施空间分布格

局｡ 

地理探测器:地理探测器由中国科学院王劲峰研究员等研发,广泛用于探究空间分异特征,并揭示其驱动因素,核心思想是对

数值量有重要影响的类型量与数值量在空间分布上具有相似性[22]｡探测器主要包括探测分异及因子､交互作用､风险区和生态 4

个模块｡运用地理探测器工具可有效识别相关因素对文化设施POI 空间布局的影响强度｡ 

2 长沙市文化设施时空分布格局研究 

2.1 整体发展动态分析 

各区文化设施空间分布不均衡:通过长沙市各区县文化设施 POI 的数量对比(图 1),可以观察到 10 年间虽然区县文化设施总

体扩增明显,但是空间分布一直不够均衡,持续存在“中心城区分布较多,周边城区分布较少”的特征｡文化设施发展势头主要集

中在中心城区的岳麓区､雨花区､开福区､芙蓉区,建设较早的天心区和中部的长沙县发展较为平稳｡随着城乡区域一体化协调推

进,距离中心城区较远的望城区和浏阳市的文化设施分布情况逐步改善,完全处于中心城区以外的宁乡市则属于典型的“洼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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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长沙市文化设施 POI 分区县统计 

各类文化设施数量增幅有差异:2010—2020 年,长沙市 4 类文化设施的总量增长不一(图 2)｡10 年间,文化传媒类设施呈指数

型增加,占比从 29%跃升至 43%,“广电湘军”与“出版湘军”保持积极向好的发展态势;2010—2015 年文化旅游类设施的增幅大

于 2015—2020 年的增幅,但总量一直最少,占比不足 10%;文娱消费类设施占比保持在 50%左右,2010—2015 年设施数量增幅显

著,2015—2020 年略微下降,对比具体数据条目,发现这与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和亲子书店大力推行,但音像市场日渐衰落有关;文

艺平台类设施 2015—2020 年的增幅明显高于2010—2015 年的增幅,占比先降后升,2020年总量占比达 22%｡ 

 

图 2长沙市文化设施 POI 分类统计 

2.2 空间分布形态变化分析 

对 2010 年､2015 年､2020 年长沙市总体文化设施分布进行标准差椭圆分析(图 3),结果显示:其分布重心持续东移,但总体偏

移幅度较小,重心仍在芙蓉区内｡椭圆长半轴在轻微外扩的基础上保持同行政区一致的“东—西”走向,表明 2010—2020 年长沙

市文化设施的总体布局结构变化不大;椭圆短半轴下端点基本重合,椭圆形状趋近规整,说明 10 年间通过对望城区､长沙县､浏阳

市的规划建设,长沙市文化设施的整体覆盖面有均衡分布的态势｡ 

从2010年､2015年和2020年各类文化设施空间分布形态对比来看,文化传媒类设施椭圆长半轴大幅内缩,反映出设施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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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聚拢的趋势明显;文化旅游类设施分布重心由雨花区与芙蓉区的交界处往东北方偏移至开福区,椭圆涵盖范围总体偏大,这

是由于该类设施大部分由政府投资建设,在规划建设时期首要考虑的是最大化满足市民的文化需求,因此分布最为分散;文娱消

费类椭圆分布重心､形态大小基本与长沙市总体文化设施分布类似,究其原因是研究样本在数量上占明显优势;文艺平台类设施

分布重心从开福区持续东移至芙蓉区,分布形态上大幅外扩后轻微内缩,表明2015年以开展文化活动为特点的文化设施空间分布

最为均衡,外扩幅度明显倾向宁乡市､望城区､长沙县､浏阳市4个区,这与2013年起围绕“美丽乡村”进行新农村建设,进而带动

乡镇级基础文化设施兴起有关｡ 

 

图 3 2010—2020 年长沙市总体及各类文化设施标准差椭圆 

2.3 空间集聚特征变化分析 

2010 年､2015 年､2020 年 3 个时点文化设施总体分布的 NNI 值分别为 0.26､0.23､0.27,均小于 1,Z 检验值的结果也均小于

-2.58,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说明文化设施的空间布局具有集聚性,2015 年集聚程度最高｡ 

对各年份各类文化设施进行最近邻指数计算统计(图4),发现NNI值大范围落在0.2—0.6区间,表现出较强的集聚特征｡其中,

文化传媒类和文艺平台类在 2020 年聚集程度最高,而文娱消费类在 2015 年最为集聚｡值得注意的是,2010 年文化旅游类设施的

NNI值为1.02,呈随机状态｡一方面,可能与研究样本数据过少有关;另一方面,2010年大多数文化旅游类设施处于项目启动建设阶

段｡ 

为了进一步探究各类文化设施各年份具体空间集聚情况,将长沙市168个街道(乡镇)作为基本研究单元,采用 ArcGIS 空间统

计法对文化设施 POI 进行可视化处理,颜色深浅表示该区域内文化设施数量的多少｡从图 5 可见,2010—2015 年,长沙市文化设施



 

 6 

空间格局总体上呈“核心集聚､边缘分散,多中心发展”的分布格局,其聚集的高值区分别是以定王台街道､桔子洲街道为核心的

中心组团和独立在望城区､宁乡县､浏阳市 3 地城区形成的次中心区｡2015—2020 年,各中心区集聚程度加剧,向城市外围不断蔓

延,呈现连区成片的态势｡与其他区县相比,位于西部的宁乡市发展偏弱,变化幅度不显著｡10 年间,长沙市总体文化设施空间分布

特征由“内密外疏”转为“东密西疏”｡ 

对比 3 个时点各类文化设施的密度分布情况可知:①文化传媒类设施在空间分布上一直表现出很强的中心城区集聚倾向,这

与现代传媒业要求高时效性､交通便捷最大化有关｡具体表现为:10 年间高值区从核心繁华的定王台街道周边向可达性较好的麓

谷街道和湖南广电领衔的洪山街道两侧集聚分布｡②文化旅游类设施涵盖博物馆､陈列馆､科普中心等展馆,基本规模大数量少,

最具公益性质｡2010 年,该类设施的空间分布非常零散,高值区落在中心城区的清水塘街道和侯家塘街道,周边主要集中在以“红

色旅游”为专题的花明楼镇､雷锋镇､黄兴镇､开慧镇和中和镇｡随着各区县文旅项目的并行推进,2015 年设施数量显著增加,且呈

均衡发展的特征,到2020年高值区主要集中在岳麓区的桔子洲街道和望城区的铜官街道｡③文娱消费类设施以书店､音像店､影剧

院等营业性文娱休闲场所为主,与经济消费水平和教育资源高低密切相关｡2010 年,设施在全市范围内分布较为分散,后因音像行

业受到线上模式的强烈冲击;2015—2020 年,设施分布明显往各区县经济中心块状聚拢,总体侧重在长沙市中心城区内扩展｡④文

艺平台类设施主要包括少年宫､文化站､文化活动中心等设施,其核心是搭建文化民生活动场所｡该类设施建设与社区联系最为紧

密,分布范围也最为广泛,空间延展性上与行政区的“东—西”走向一致,从侧面反映出城市发展注重基层文化需求,人居环境建

设较好｡以上表明,文化设施的空间分布与其自身特点和城市实际发展情况关联密切｡ 

 

图 4 2010—2020 年长沙市各类文化设施NNI 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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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0—2020 年长沙市总体及各类文化设施密度值 

3 影响因素探究 

根据数据典型性和可获取性的原则,选取 2015 年长沙市 GDP 密度､人口密度和路网密度 3 项因子,通过地理探测器探究其对

2015 年总体文化设施 POI 及各类文化设施 POI 空间分布的影响力度(图 6)｡由于地理探测器擅长分析分类变量,将自变量通过

ArcGIS 的自然断点法离散为 5—8类,进一步比较发现定为 8类时交互作用解释力最大(图 7),因变量为每个街道单元所包含的文

化设施 POI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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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发现:①比对交互探测结果,GDP 密度与人口密度对 2015 年总体文化设施 POI 的解释力分别为 0.29和 0.26,两者共同对

总体文化设施的解释力达到 0.31｡依此类推,具体文化类别中任何两种变量对文化设施空间分布的交互作用都要高于单变量的独

自作用,且大于二者中的最大值,交互作用类型为双因子增强,表明长沙市文化设施的空间分布是受多重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②

统计各项因子解释力(图 7),数值呈现“GDP密度>人口密度>路网密度”的特征,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对各类文化设施分布的影响强

度最大｡③在各类文化设施的因子解释力中,文化传媒类的数值最高,文娱消费类和文艺平台类的数值和总体文化设施数值基本

相接近,而文化旅游类的数值最低,这充分反映出文化传媒类设施的空间布局受参考因素的约束较多;文娱消费类和文艺平台类

设施具有大众性,所受影响强度相似;文化旅游类设施的区位选择则更多地来自政府规划决策｡ 

 

图 6地理探测器各项因子类型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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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地理探测器各项因子解释力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 2010 年､2015 年､2020 年的长沙市文化设施 POI 数据和 2015 年 GDP､人口和路网数据,在对长沙市文化设施分类整

理及数量统计的基础上,采用标准差椭圆分析､平均最近邻工具､ArcGIS 空间统计方法对 2010—2020 年间长沙市文化设施 POI 的

空间分布形态､集聚特征等进行了研究,并运用地理探测器对影响文化设施 POI 空间分布的因素进行了探究,得出以下主要结

论:①从发展动态上看,长沙市文化设施总体一直呈现“中心城区分布较多,周边区域分布较少”的特征,逐步往区县均衡方向发

展完善;各类文化设施的增幅差异显著,2010—2015年文娱消费类增幅最明显,2015—2020年文化传媒类增幅最明显｡②从分布形

态上看,长沙市文化设施总体分布重心偏移幅度不大,主趋势与行政区的“东—西”走向具有高度一致性;各类设施中,文化传媒

类向中心城区聚拢的趋向非常明显,文化旅游类分布重心偏东北移动,文娱消费类椭圆的分布形态变化不大,而文艺平台类发展

速度快､覆盖面广｡③从集聚特征看,总体文化设施由“核心集聚､边缘分散,多中心发展”的分布,向城市外围不断蔓延,演变为

连区成片的态势,集聚程度也由“内密外疏”转为“东密西疏”,区间差异较大｡在各类文化设施分布格局演变中,文化传媒类高

值区从核心繁华的定王台街道周边向可达性较好的麓谷街道和湖南广电领衔的洪山街道两侧集聚分布,文化旅游类设施由随机

转向集聚分布,文娱消费类设施则以各区县的经济重心呈块状集聚,文艺平台类设施建设与社区联系最为紧密,分布逐渐均衡｡④

从影响分析看,交互探测结果显示作用类型为双因子增强,表明长沙市文化设施的空间分布是受多重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数值

呈现“GDP 密度>人口密度>路网密度”的特征,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对各类文化设施分布的影响强度最大;比对各类文化设施因子

解释力发现,文化传媒类设施的空间布局受参考因素的约束较多,文娱消费类和文艺平台类设施具有大众性,所受影响强度相似,

文化旅游类设施的区位选择则更多地来自政府规划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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